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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公共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农地转入增收效应 ？
———基于生产决策与市场接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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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陕川渝三省（市）的 １４３６ 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公共基础设施与农户生产决策和

市场接入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进一步厘清在不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下农地转入对农户农业收入

的影响。 结果表明，农地转入促进了家庭农业收入的增长，且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公

共基础设施均能增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机制分析发现，生产性基础设施通过影响要素投入和

种植行为两方面的生产决策提高增收效应，具体包括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投入的提升，以及减少

玉米、增加水稻种植的结构调整。 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尽管对农户的要素投入决策无影响，但能够

优化其种植行为决策，表现为既提高种植类型调整频率和经济作物种植概率，又能提升农户的市

场接入水平，主要是增强对粮价的关切及拓宽农业销售渠道。 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基础设施

强化青年农户与高学历农户的农地转入增收效应更为显著，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增强了传统小农

和市场型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生产性与交易效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

设，以充分释放其在农地增收效应中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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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奋斗目标。
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相对迟缓、缺乏长期增长动力 ［ １］ 。 当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为我国迈向共同富裕道

路的巨大挑战。 作为传承几千年传统农耕文化的农业大国，土地一直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禀

赋，也是他们生存的基本保障 ［ ２］ 。 农地流转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生产规

模化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被视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和必要途径 ［ ３］ 。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

期，如何促使土地进一步发挥增收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对农民增收问题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农地转出

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结论，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 然而，农地转入能否提高农民收入，仍然

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议题：一方面，农地转入将分散的农地真正集中到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

势的农户手中，同时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缓解了农业技术采纳的约束，因此采用规模化、集约

化的高效率现代生产技术能够创造出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 ４］ ，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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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均纯收入 ［ ５］ 等。 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农户难以实现大规模种植，农地转入对其带来的收

益有限 ［ ６］ ；部分学者发现，早期农地产权的残缺会抑制农户投资土地的热情，进而降低农地

经营的边际收益，导致转入农地后经营规模的扩大反而对农户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 ７］ ；甚至有

学者发现，农地转入带来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非农工资性收入下降幅度，故农地

流转并不能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收入 ［ ８］ 。 上述研究主要从务农者本身的主观角度（农户农业

经营能力、农业技术采纳情况、家庭收入结构等） ，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

阐述，但是针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空间。 在农地“三权分置” 的背

景下，不同的外部生产条件或许也是形成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差异的客观原因。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 ９］ ，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有效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使农业生产者能够做出更优的生产决策，而且可以提

高农产品运输效率、打破农业信息壁垒，加强农户与更大范围市场的连接，从而对农户收入产

生重要影响 ［ １０］ 。 因此，本文认为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之间的差异是导致

农地转入增收效应不同的重要因素。 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格局

下，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不仅受个体内部私人生产行为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公共基础设施

对私人决策的影响。 首先，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有效替代私人生产成本投入、降低单位面积

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实现生产要素投入的调整与优化。 其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

善农业资源禀赋，不仅为丰富作物类型、调整种植结构创造条件，而且为破除阻碍资源充分流

动的障碍、拓展农户市场可得性提供保障。 现代农业区位理论提出，农业种植选择是自然条

件、交通条件、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农业生产利润的结果 ［ １１］ ；而公共基础设施作为

改善农村民生条件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生产性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

基础设施尤其在改善农业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市场需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１２］ 。
本文旨在探讨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生产决策以及农户市场接入的内在联系，考察不同公

共基础设施水平下农地转入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 文章基于 ２０２２ 年陕、川、渝地区 １４３６
位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地流转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

考察生产性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地流转增收效应的影响。 本文还从种子、化
肥、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投资决策的调整，分析公共基础设施对增收效应的影响渠道；从种植

类型调整频率、高价值作物种植概率等种植行为生产决策的优化，分析公共基础设施对增收

效应的影响机理；从对粮价的关切、农业销售渠道等市场接入表现，探讨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

增收效应的影响机制。 最后，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ＰＳＭ 匹配和变量替换等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并从农户年龄、学历、经营主体以及差序格局等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外部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生产决策的影响角

度分析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为理解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提供新的解释。 已有文献

关于农地转入对农户增收效应影响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 ３，４］ ，且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种田者本

身特质差异的主观原因。 农户的生产效率并不单纯是内部私人生产行为的结果，也深受外部

公共投入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在村级不同公共基础设施下的异质

性效果。 第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作

用 ［ １３］ ，但关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与农户市场接入的讨论不足。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生产决策

和市场接入的分析框架，讨论公共基础设施分别对农户生产决策与市场接入的影响机制。 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替代了部分农业生产建设性投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了农户积

极优化农业要素投入决策，而且促进了农户灵活调整作物种植决策，同时缩短了农产品运输

时间、扩大了农产品贸易范围、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有助于提高农户市场接入水平。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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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公共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机制，为推

动农户增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产率的提高除了受劳动者素质提升与科技进步带动，还可以通过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

来实现。 根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ＦＡＤ）的

定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指一系列为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及农民生活改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称，它涉及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其中，生产性公共基

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公共基础设施往往对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更直接的影

响 ［ １４］ 。 从风险角度看，农业公共基础设施不仅能有效缓解农业自然灾害影响，而且能有效应

对来自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 从实践经验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现状严重制

约了农业经济增长，造成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低效、生产资料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本文从生

产决策和市场接入两方面，探讨公共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 文章的理论分析

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框架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必经之路，农地转入方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需求方和实

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 农户通过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农户增收的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

方面：第一，农地转入实现了土地资源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 转入农地不仅扩大了从事小规

模农业生产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而且有助于具备较充足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大规模土地经营主

体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农户农业增收。 第二，农地转入有助于发挥农地转入方的

农业经营优势。 直观来看，农地经营权将从低经营效率者手中转移至高效率者手中，不仅提

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这类群体相对具备更高的经营管理素养和更高的农业投资意

愿，往往更注重农业生产经营技能的积累传承与更新学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更高的

农业收入。 第三，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随着农地规模扩大而增多，因此转入农地的新型经营主体等规模化经营

农户更倾向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组织化、智能化生产水平，以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
终促进农户农业增收。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回收周期长、维护费用高以及工程难度大等问题，其建设、维
护和完善升级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因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或集体的投资。
由于农户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成本非常有限，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几乎难以通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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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私人层面的投入得以改变。 以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为例，完善的农业灌溉设施可有效调节降

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不均的问题，从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减缓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效率

的影响。 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一旦缺位，便需要农户通过较高的私人投资进行补偿。 在缺乏

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的地区，每逢农作物生长亟需用水的季节，农户必须自费采购或租借便

携式潜水泵进行应急灌溉；如果面临雨季易形成涝灾，农户需要投入资金并组织人力，进行排

水除污、查苗补缺、补施肥料、防治病虫等工作。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对于农地经营面积

更大的农地转入户，则面临更高的私人生产投入。 因此，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对于农户节本

增收显得尤为重要。
类似地，理论上而言，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缺位，一方面会降低农业运输效率，提

高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成本，进而抑制农户对农业物质生产

资料的投入和农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低水平的道路条件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
会抑制农用机械对人工投入成本的替代，也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最
终影响农户农业增收。 因此，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对私人投入总量存在替代效应，对私

人投入结构存在调整效应，将进一步提升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相较于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较

差地区的农地转入户，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能够节省上述开支、避免补缺开

销，进而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种子、肥料、农药、人工和机械等投入 ［ １５］ 。 因此，农地转入户

的私人农业生产性投入总量得到增加、结构得到优化，从而获得农业生产更大的规模经济性

优势，最终推动农产品“质”与“量”的双重升级，促进农产品“高质量、高产量、高回报” 链条

的实现 ［ １６］ ，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得到强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公共基础设施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进一步提升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相较于普通农户，农地转入户往往具有更强的逐利性，故而其生产行为更趋向于市场利

润高的种植结构调整。 普通农业种植户与农地转入户的生产经营出发点存在差异，导致两者

的种植结构存在差异。 前者往往以满足家庭成员口粮需求为目标，农业种植类型往往以旱涝

保收的粮食作物为主，利润空间狭小，其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逐步被务农成本最小

化目标所取代。 而对于农地转入户，他们往往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追求更高收益的经营利润，
其逐利决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农地转入户一般是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比

较优势的群体，其通过农地转入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便是获取更高农业收入的证明；二是，农地

确权对农地产权的强化效应致使农户对承包地产生了“土地价格幻觉” ［ １７］ ，较高的农地租金

将挤压农地转入户的务农盈利空间，他们更为迫切地需要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期追求

更多的利润 ［ １８］ ；三是，经营农地更多的转入户将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获得较大的利益，因此他

们将进一步强化趋向市场的种植结构调整。
在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农地转入户拥有更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机会：一方面，生

产性基础设施可以调节农作物生长的水热条件，这为农户灵活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空间。 生

产性基础设施能有效调节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不均的状况，且不同农作物对生长环境水

热条件的依赖性存在差异，因此在初始水热条件较差的情况下，适宜种植的农作物类型比较

单一，而农地转入户为了保证能在恶劣生产环境中有所收获，通常倾向于种植产量更高、管理

粗放、旱涝保收特征更强的农作物类型。 一旦完善的农田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扩大了农地

有效灌溉面积，改善了区域农作物生长的水热条件，为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创造了适宜条件，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就会灵活地减少低价值农作物的种植，转而增加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

物类型，以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 另一方面，农业区位论强调，生产地到市场的交通距离将决

定不同空间的农业生产决策 ［ １１］ 。 完善的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为各种农业生产要素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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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市场中的流动转移提供了便利，这不仅缓解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在空间转运方面

的刚性约束，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经济价值更高、作物类型更丰富、管护更需精细化的

经济作物在种植结构调整中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相较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差的农地转入

户，位于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更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更容易灵活调整种植结构 ［１３，１９］ 。
具体表现为，低风险、低收益的种植结构会逐步被高风险、高收益的种植结构所替代 ［２０］ ，呈现种

植经济作物增多的趋势，最终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公共基础设施改善通过改变种植行为决策，进一步强化了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生产种植结构，而且将通过提高市场可

得性，进一步强化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具体而言，以道路为代表的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完

善，将加快农产品运输速度、显著提高流通过程中农产品的鲜活性，进而扩大农产品市场贸易

空间范围，拓展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 ［ ２１］ 。 此外，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消除农民的信息鸿沟，
增强农户对市场价格变动的敏感度。 可以推断，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的农地转

入户，可能因其市场接入和信息不畅，面临农产品滞销等严重问题，又或需要在销售环节投入

更多时间和物质成本来搜寻销售信息、搭建销售渠道。 相反，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完善地

区的农地转入户，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充分流动，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交易效率，有
效降低了农地转入户因农产品滞销导致的经济损失，而且打通了更多高溢价的农产品市场销

售渠道。 因此，交易效率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市场的可得性，进一步提升了农地转入的增收效

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交易效率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市场接入，进一步促进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在陕川渝三省（市） ９ 县（区）开展的实地入户调查。 本文结

合多阶段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陕川渝三省（市）各抽取 ３ 个样本县（区） 。 首先，基
于调研时间和预算筛选出三省（市）的部分地级市，并保留下辖的各个县区名单。 其次，在各

个省（市）内根据各县（区）的第一产业 ＧＤＰ 划分为高、中、低三层次，并从每个层次随机选取

一个县（区） ，获得陕西的合阳县、扶风县、志丹县，四川的三台县、安岳县、长宁县，重庆的潼

南区、酉阳县和巫溪县，共 ９ 个县（区） 。 样本地区的地貌特征包含平原、丘陵和山区。 最后，
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３ 个乡镇（街道） ，每个乡镇（街道） 随机抽取 ３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

随机抽取 ２５ 名农户。 在整理和剔除个别信息不全的无效问卷后，本文的总样本覆盖了 ３ 省

（市） ９ 县（区） ５７ 个行政村的 １４３６ 户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

１ ．因变量

本文人均农业收入为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与人均转出农地租金收入之和。
２ ．自变量

包括农地转入、灌溉条件和道路条件。 参照骆永民等 ［ １２］ 和 Ｗｕ 等 ［ １９］ 的做法，本文以灌溉

条件和道路条件分别表征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公共基础设施。
３ ．机制变量

本文以种子投入、肥料投入、农药投入、人工投入和农用机械衡量农业投入情况，以种植

类型调整频率和 ５ 类农作物种植情况衡量种植行为，以粮价关切与农作物销售渠道衡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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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接入情况。
４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界定及其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人均农业收入 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人均转出农地租金收入（元） ７６５１ ．４５９ ２１２２５ ．１３４

农地转入 转入农地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２８１ ０ ．４５０

灌溉条件 村庄可灌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５０％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５２３ ０ ．３３３

道路条件 通车路总里程（ ｋｍ） ２４．２９７ １４ ．４４５

种子投入 亩均种子费用（元 ／ 亩） ６４．５３０ １０５ ．２１０

肥料投入 亩均肥料费用（元 ／ 亩） １８３ ．３３１ ２７２ ．４３９

农药投入 亩均农药费用（元 ／ 亩） ６４．３４３ １３５ ．１３５

人工投入 亩均人工费用（元 ／ 亩） ３５．２６９ １４４ ．５００

农用机械 有常见农用机械为 １，否则为 ０① ０．５８４ ０ ．４９３

种植类型调整频率 经营地种植类型发生变化的地块数 １．２７３ ４ ．２５２

小麦 有种植小麦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１６４ ０ ．３７１

玉米 有种植玉米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４９７ ０ ．５００

水稻 有种植水稻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１７５ ０ ．３８０

大豆 有种植大豆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０４９ ０ ．２１７

经济作物 有种植经济作物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３８９ ０ ．４８８

粮价关切 关注粮价变动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４４２ ０ ．４９７

线上销售 有网上销售为 １，否则为 ０② ０．００４ ０ ．０６５

客商收购 有销售给客商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５００ ０ ．５００

合作社 ／ 企业收购 有销售给合作社或企业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０３０ ０ ．１７０

超市收购 有超市收购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０２４ ０ ．１５２

线下零售 有线下零售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０５８ ０ ．２３５

个人特征

　 户主健康 １ ＝ 非常差，２ ＝ 比较差，３ ＝ 一般，４ ＝ 比较好，５ ＝ 非常好 ３．９５７ １ ．１１１

　 户主工作 不劳动 ＝ １，务农 ＝ ２，非农 ＝ ３ ２．１３９ ０ ．５８６

　 教育状况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７．０９７ ３ ．６４４

家庭特征

　 土地丰裕度 家庭人均承包面积（亩） ２．６７９ ４ ．７８７

　 土地细碎化 家庭承包地块数（块） ５．２８３ ４ ．６８８

　 非农技能 有非农技能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３０６ ０ ．４６１

　 家庭汽车 有家庭汽车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３２５ ０ ．４６９

村庄特征

　 社会化服务 采用社会化服务农户比例（ ％） ０．２６９ ０ ．２７２

　 到县城距离 村庄到县城距离（ ｋｍ） ２８．０３０ １９ ．４９２

　 村非农化结构 （兼业农户＋非农农户） ／ 村庄总农户 ０．６６１ ０ ．１４３

　 　 注：①从数量来看，农户家庭自有的 ３ 种最常见的农用机械分别为机动车、抽水机和旋耕机；②线上销售是指农户采用

淘宝、拼多多等正规线上平台销售农产品，该类样本较少。

（三）模型设定

为了解释公共基础设施差异如何影响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不同，本文从公共基础设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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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影响农户生产决策和市场接入两方面展开讨论。 参考 Ｖｉｖａｌｔ［ ２２］ 、江艇 ［ ２３］ 、陶旭辉等 ［ ２４］ 的

异质性分析（或调节效应分析）做法，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Ｙｉｃ ＝ β０ ＋ β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ｃ ＋ β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 ＋ β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ｃ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 ＋ Ｘγ ＋ μ ＋ εｉｃ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 ｉｃ 表示村庄 ｃ 家庭 ｉ 的人均农业收入（原值加 １ 取对数）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ｃ 代表

家庭是否转入农地；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 表示村庄 ｃ 的公共基础设施；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ｃ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 为农

地转入和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交乘项，是探讨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异质性

的关键部分，我们预期交乘项的系数 β３ 显著为正； Ｘγ 为控制变量集合； ε ｉｃ 为随机误差项，且
为处理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估计结果的标准误聚类到乡镇层面。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农地转入对农业收入的基准估计结果，以及在不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下的异

质性结果。 回归 （ １） （ ３） （ ５） 为不加控制变量的基准检验，回归 （ ２） （ ４） （ ６） 加入了控制变

量。 回归（ １）和回归（ ２）估计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时，农地转入的系数均在

１％统计水平正向显著。 这说明农地转入户能获得更高水平的农业人均收入。 回归（ ３）和回

归（ ４）引入农地转入与灌溉水平的交乘项，估计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良

好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会强化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农业收入的增收效应。 回归（ ５）和回归（ ６）
引入农地转入与道路条件的交乘项，估计结果显示其系数亦显著为正，表明良好的交易效率

基础设施会强化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农业收入的增收效应。
表 ２　 农地转入对农业收入的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灌溉 道路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农地转入×基础设施 — — ０．５２４∗∗ ０ ．４３６∗ ０ ．３７４∗∗ ０ ．４２８∗∗∗

— — （０．２３４） （ ０ ．２３２）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４８）

农地转入 １ ．７５８∗∗∗ １．７９７∗∗∗ １ ．４３９∗∗∗ １．５３０∗∗∗ ０．６３６ ０ ．５１５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５３） （ ０ ．１９３） （ ０ ．１８４） （ ０ ．４７０） （ ０ ．４１６）

控制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样本量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Ｒ２ ０ ．２１８ ０ ．２６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６４ ０ ．２２２ ０ ．２６７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统计显著；括号内为乡镇层面的聚类标准。 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农地转入和农户增收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首先，本文借鉴苏毅清等 ［ ２５］ 的做法，使用

乡镇平均坡度作为农地转入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乡镇坡度作为既定的局部自然条件的地理

变量，并不与遗漏变量相关，即满足外生性要求。 另一方面，若地区平均坡度越高，受限于农

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推进，越不利于农地流转，因而坡度特征满足相关性要求。 此外，农户收

入也不可能影响乡镇坡度这一地理特征，能有效避免反向因果问题。 因此实证对乡镇坡度取

倒数处理，坡度均值的倒数将与农地流转成正比。 其次，为刻画不同村庄不同农户家庭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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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入选择，本文使用村庄是否有宗祠、农户是否有家谱的虚拟变量（既有宗祠又有家谱为

１，否则为 ０） ，与乡镇平均坡度进行交乘，获得农户层级农地转入的工具变量。 与乡镇平均坡

度相似，村庄是否有宗祠和农户是否有家谱属既定事实，并不受农户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符合

外生性要求。 同时，相较于没有宗祠，有宗祠村庄的地权不稳定性和模糊性程度更高。 在地权

不明晰情况下，关系型交易将成为村庄治理的基本秩序，而家族势力和亲缘关系是争夺农地控

制权的重要资本 ［２６］ 。 因此，若农户有家谱，则更可能通过关系型、非正式流转获得农地。 本文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３ 回归（ １）—（３） 。 限于篇幅，表 ３ 仅

展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表 ３ 回归（１）农地转入系数以及回归（ ２）和（ ３）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明了本文实证结论的可信性。
２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增加转入户与非转入户的可比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回归：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估计农户参与农地转入的概率，预测值作为匹配依据的倾向得分，增强处理组与控制组农户

间的可比性，结果见表 ３ 回归（ ４）—（６） ，农地转入的系数和交乘项的系数均与基准回归结果

相近，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３ ．农户层级基础设施变量替换法

为刻画同村农户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本文使用农户层级新公共

基础设施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３ 回归（ ７）—（８） 。 其中，表 ３ 回归（ ７）用受访者

的农地是否可灌溉（是 ＝ １，否 ＝ ０）作为农户层级的灌溉条件变量；表 ３ 回归（８）采用受访者家门

口及附近的路面材质（土路 ＝ １，石子路 ＝ ２，水泥路 ＝ ３，柏油路 ＝ ４；数值越高，道路条件越好）作

为农户层级灌溉条件变量。 结果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３　 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与农户层级基础设施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工具变量法估计（第二阶段） 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 农户层级基础设施

灌溉 道路 灌溉 道路 灌溉 道路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农地转入×基础设施 — ２．６７３∗∗∗ １ ．７３３∗∗ — ０．５１３∗ ０ ．４７２∗∗ ０ ．３４２∗ ０ ．４１６∗∗∗

— （１．３４９） （ ０ ．８１３） — （ ０．２５５） （ ０ ．１８６） （ ０ ．１８７） （ ０ ．１０７）

农地转入 ４ ．０６９∗∗∗ ２ ．２８１∗ － １．０３４ １ ．７４８∗∗∗ １．４２９∗∗∗ ０．３４０ １ ．６１０∗∗∗ ０ ．６１７∗∗

（ ０．６３９） （ １ ．１７９） （ ２ ．８３９） （ ０ ．１７６） （ ０ ．１９９） （ ０ ．５２５） （ ０ ．２１７） （ ０ ．２６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样本量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１４１８ １４１８ １４１８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６

Ｒ２ — — — ０．２６２ ０ ．２６５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６ ０ ．２６７

（三）机制分析

１ ．农地转入、公共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

表 ４ 回归（ １）—（５）检验了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户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 表 ４ 回

归（ １）和回归（ ２）的交乘项系数分别在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表明灌溉条件好的村庄

农户更倾向于增加对种子和肥料的投入。 表 ４ 回归（ ５）中的交乘项系数在 １０％统计水平显

著为正，表明在灌溉条件好的村庄，农地转入户更有可能购买农用机械。 综上，本文研究假说

１ 得到验证。 表 ４ 回归（ ６）—（１０）则检验了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户要素投入决策

方面的影响。 回归（ ６）—（１０）的交乘项系数均未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道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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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改善对于村庄农户的农业要素投入决策并不存在明显影响。
表 ４　 基础设施与要素投入决策的机制分析

变量

生产性投入 固定资产投入

种子投入 肥料投入 农药投入 人工投入 农用机械购买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农地转入×灌溉条件 ０ ．７２９∗∗ ０ ．７９７∗ ０ ．２７２ ０ ．４２５ ０ ．１１９∗

（ ０．３２７） （ ０ ．４０２） （ ０ ．３３０） （ ０ ．２９８） （ 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１９４ ０ ．２２６ ０ ．１５５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７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农地转入×道路条件 ０．１０５ ０ ．１９０ ０ ．２８７ ０ ．２３６ － ０．００６

（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９５） （ ０ ．２１１） （ ０ ．１９１） （ ０ ．０４３）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１９０ ０ ．２２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７７ ０ ．１６３

　 　 ２ ．农地转入、公共基础设施与农户种植行为决策

表 ５ 回归（ １）—（６）汇报了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户种植决策的分析结果。 表 ５ 回

归（ １）交乘项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５ 回归（ ２）—（ ６） 中，仅有回归 （ ３） 的交乘项在

５％统计水平负向显著、回归（ ４）的交乘项在 １０％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其余各项交乘项系数均

不显著，表明在灌溉条件改善的村庄，转入户会减少玉米种植，转而增加水稻种植以获取更高

的农业收益。 表 ５ 回归（ ７）—（１２）汇报了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户种植决策的影响。
表 ５ 回归（ ７）结果显示交乘项系数在 １０％统计水平正向显著，表明道路条件好的村庄，农地

转入户会更积极调整种植类型。 表 ５ 回归（ ８）—（ １２）呈现了农地转入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

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仅有回归（ １２）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交乘项系数在 ５％统计水平显著

为正，表明道路条件的改善会提升经济作物的种植概率，但不会明显影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

植。 综上，本文研究假说 ２ 得到验证。
表 ５　 基础设施与种植决策的机制分析

变量
种植类型调整频率

（ １）

种植结构

小麦 玉米 水稻 大豆 经济作物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农地转入×灌溉条件 ０ ．８８８ － ０．０１８ － ０．１４０∗∗ ０ ．１７８∗ ０．０１６ － ０．０３５

（ ０ ．７２７）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９９）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４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０ ０ ．４１６ ０ ．３４５ ０ ．０５７ ０ ．１５２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农地转入×道路条件 １．０６３∗ － ０．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０∗∗

（ ０ ．５８７）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 ．１６４ ０ ．５６６ ０ ．２１６ ０ ．３１５ ０ ．０６９ ０ ．１８２

　 　 ３ ．农地转入、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与农户市场可得性

表 ６ 呈现了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户市场接入的估计结果。 表 ６ 回归（ １）结果显示交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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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系数在 ５％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在道路条件好的村庄中，转入户更关注粮食价格。 表

６ 回归（ ２）—（６） 展示了农地转入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影响。 如回归

（ ２）所示，交乘项系数在 １５％统计水平正向显著，表明在道路条件好的村庄中，转入户更有可

能在线上销售农产品。 回归（ ３）的交乘项系数在 ５％统计水平正向显著，表明道路条件好的

村庄，转入户更有可能扩展客商收购渠道。 回归（ ４）—（ ６）的交乘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户通过合作社、企业、超市或零售农产品不存在显著影

响。 综上，本文研究假说 ３ 得到验证。
表 ６　 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与市场接入的机制分析

变量
粮价关切

（ １）

销售渠道

线上销售 客商收购 合作社 ／ 企业收购 超市收购 线下零售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农地转入×道路条件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９６∗∗ － ０．０３０ － 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５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９ ０ ．２３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２

　 　 注：＃ ｐ＜ ０．１５。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户主年龄和户主学历、新旧农业经营主体和农地转入对象的差序格局进行分

组，分析不同组群农户中，公共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影响的差异。
１ ．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 ７ 回归（ １）和回归（ ２）结果可知，在生产性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老年农户的农地转

入增收效应会被降低，而青年组的农地转入增收效应会更高。 可以解释为，老年组家庭转入

农地的初衷往往是为了照料亲友的承包地、守护农地承包权或避免撂荒，因此，该类农户不太

愿意投入过多成本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体力从事精耕细作。 即使村庄生产性基础设

施得到改善，由于个人原因，老年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益逐渐减少。 相反，青年组农户在学习

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操作农业机械设备和体力方面都更具优势，因而能在农业生产中获得更

高收入。 表 ７ 回归（３）和（４）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基础设施良好的情况下，高学历农地转入户

的增收效应更加显著。 原因可能是，高学历农户具备更高文化素养，更容易接受新型农业生产

技能和知识，更有潜力通过农地转入从事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因此，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改善可

以给高学历组农户带来更大边际收益。 相对而言，低学历组农户由于文化水平限制，接受高效

率新型生产技能的能力较弱，灌溉条件的改善对于低学历转入户的农业收入没有影响。
表 ７　 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老年组 青年组 高学历组 低学历组

（ １） （ ２） （ ３） （ ４）

农地转入×灌溉条件 － １．０８１∗∗（ ０ ．４１３） ０ ．８２６∗∗∗（ ０ ．２８８） １ ．７６１∗（ ０．９３８） ０ ．２４５（ ０ ．１８７）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样本量 ５０１ ９３５ １７４ １２６２

Ｒ２ ０ ．２７８ ０ ．３２６ ０ ．５６１ ０ ．２４４

费舍尔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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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分析

表 ８ 回归（ １）和回归（ ２）结果显示，在道路条件好的村庄，传统小农户的农地转入增收效

应更强。 合理的解释是，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常意味着农户本身已经具备包括道路在内

的良好交易效率基础设施条件作为支持。 因此，道路条件对于转入农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影响。 然而，传统小农没有能力改善所在地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道
路的改善会显著增强传统小农的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由此更加体现出改善交易效率基础设施

具有重要的普适性和惠农性。 表 ８ 回归（ ３）和回归（ ４）结果显示，道路建设更好的村庄，关系

型流转的农地转入增收效应会降低，而市场型流转的农地转入增收效应会更高。 可能的原因

是，农户常以低租金甚至零租金的方式从亲友邻居处转入农地并非出于盈利的目的，除了考

虑避免农地撂荒，其意义更多在于维系宗族关系、强化农户的农村社会社交网络。 农户以市

场价从普通村民处转入农地通常是为了开展更大规模和更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以期获取更高

收入。 因此，基于不同的流转目的，关系型转入组的农户表现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特征，而
市场型转入组农户为了支付农地租金以及获取农业规模经营的收益，会投入更多生产资料并

最终获得更高农业收入。
表 ８　 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传统小农 关系型流转 市场型流转

（ １） （ ２） （ ３） （ ４）

农业转入×道路条件 ０ ．２３８ ０ ．２５７∗ － ３．４８５∗ ０ ．８２８∗∗

（ ０ ．３５１） （ ０ ．１４１） （ １ ．７３７） （ ０ ．３０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样本量 ２１３ １２２３ ３３２ １１０４

Ｒ２ ０ ．３９６ ０ ．２３０ ０ ．１５０ ０ ．２６８

费舍尔检验 Ｐ 值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０∗∗∗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生产决策的内在联系，具体考察了公共基础设施对农

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 基于陕川渝等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农地转入具有

增收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显著影响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第二，从生产决策来看，公共基础设

施将从要素投入和种植行为两方面对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产生影响。 一是要素投入决策方

面，良好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能优化农地转入户的农业私人要素投入决策，主要体现在增加种

子、化肥的投入和农用机械的投入；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则对农地转入户的农业私人要素投

入决策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是种植行为决策方面，完善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会抑制农地转入户

种植玉米，但会促进转入户增加水稻种植以增加收益，但并没有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概率；而
良好的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将助推农户种植行为的市场化，农地转入户更倾向于灵活调整作物

种植类型，并且更偏好经济作物。 第三，从市场接入视角而言，交易效率基础设施提高了市场

可得性，农户将更关注粮价，并拓展农作物线上销售和客商收购渠道，从而增强农地转入的增

收效应。 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青年和高学历转入户的农业收

入，而降低了老年农户的农业收入；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小农和市场型农地转入的增

收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对关系型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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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要与农地转入户

的需求相匹配。 随着农地经营权的放活，更多农户通过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因此未来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注意与农地转入户机械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经营形式相接轨，以促

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实现统筹性和科学性兼顾、推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其次，在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ＰＰＰ） ，构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共

建共治共享格局。 灵活调整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式，引导市场特别是私人农业经营主体

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维护过程中的参与度，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公共基

础设施供给投资的资金压力，又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来降低公共基础设施的资源错配风

险，进一步将更多农户连接到市场价值链中以促进农户增收。 最后，为了充分发挥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的作用，需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要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办好农业职业

教育，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整体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青年加入现代农

业发展的队伍，以充分释放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作用，激发农业由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生

产方式向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转型的潜力，最终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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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ａｒｍ Ｉｎ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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